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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深入理解气候变化对农民生产行为，尤其是合作生产行为的影

响，对构建现代化农业气候适应和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2007—2020 年中国农民合作社工商注

册信息的研究显示，长期高温风险显著促进了农民合作社的形成，且这种作用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

地区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长期高温风险会催生农户的农业生产合作需求，并推动土地规模经营，

从而促进合作社形成。进一步分析显示，长期高温风险在促进合作社形成的同时，也降低了合作社的规

模和绩效，而识别、清理空壳合作社并减少对空壳合作社的补贴能够有效缓解这种负面影响。上述发现

不仅为气候变化下的农业生产组织创新提供了证据，也为政府部门构建农业气候适应和治理体系提供

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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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生产率提升和外生风险应对这两方面的需求，被认为是催生农耕文明和推动农业技术创新的

重要原因［1］。其中，气候变化是外生风险中最为重要的类型之一。大量研究指出，气候变化是定居

农耕文明诞生和农业技术采纳、扩散的重要驱动因素。已有文献研究发现，气温和降水的季节性差

异扩大，也即气候变化的加剧是各地农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2］。为规避气候变化加剧带来的生

产风险，各地区的生活方式开始由依赖天时的狩猎采集转向定居农耕，并开发出驯化、种植、养殖和

储存食物等农业新技术，从而实现资源的跨期配置，有效缓解了气候变化加剧带来的农业生产风

险［3-5］。除此之外，还有较多研究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村婚姻模式［6-7］、农业生产要素配置［8］、种业技

术创新等方面的影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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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有较多文献研究了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但目前鲜有研究关注气候变化

对农业生产组织创新的影响。自 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以来，以

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增长，推动了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的创新。这种创新意味

着中国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倾向于独立生产的家庭经营模式开始向农户间互助、合

作经营的模式转变，极大地改变了家庭经营孤立、分散的特征。截至 2022 年，全国农民合作社数

量达到 222 万家，辐射带动了近一半的农户，成为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力量①。农民合作社等新型

经营主体的生产优势不仅体现在其自身，还表现在其对周边小农户的示范带动效应和帮扶功能

上［10-12］，其资金和技术也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能够提高周边小农户的生产效率及经营能力［13］。

因此，以农民合作社形成和发展为代表的农业生产组织创新是除了定居农耕诞生和重要农业技

术创新以外，推动中国农业文明迈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除了政策因素外，气候因素

是否也是解释农业生产组织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气候变化是否像促进定居农耕和农业技

术创新那样，也推动了农业生产组织的转型和农民合作社的形成？这是已有文献尚未回答的

问题。

实际上，研究长期气候变化对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影响、机制及调节因素，对增强气候适应能力

至关重要。21 世纪以来，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给中国农业生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阻碍了农业高质

量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识，中国政府亦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农业生产。2022

年 6 月，《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发布，其中强调要增强经济社会系统气候韧性，尤其要以对

气候变化影响敏感的关键领域为抓手②，而农业作为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部门，其适应能力的提升

至关重要。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相较于小农户，在规模经营、生产要素引入和市场对接方面

具有明显优势，在长期气候变化下具有更强的生存和适应能力。因此，随着政府对气候变化的重视

程度日趋提升，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已成为提升农业气候适应能力的重要载体。本文旨在

深入分析长期气候变化对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影响及机制，探索其中存在的局限和改进途径，为农民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业气候适应能力提供参考。

近几年来，全球极端气候变化事件频发，其中极端高温事件占据了较大比例，中国每年的高温

天数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气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长期高

温风险也显著加剧。据笔者计算③，在本文研究的样本期 2007—2020 年，2007 年中国各区县在过去

20 年间 33 ℃以上的极端高温暴露天数的年平均值为 6.89 天，到了 2020 年，这个数值已经达到 8.39

天，这意味着中国长期高温风险正持续加剧。同时，中国各区县之间长期高温风险也存在显著差

异。2020 年，中国各区县 33 ℃以上的极端高温暴露天数的极差（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已达到

46.83 天。上述数据证明，无论在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中国的长期高温风险都显示出大幅度的

加剧趋势。在长期极端高温风险下，分散的小农户由于资金和经营规模有限、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局

限，难以对极端高温风险作出及时的调整和适应，这便催生了小农户向外寻求合作和帮助的行为。

此时，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农民合作社在带动小农对接市场和提供生产服务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

势。因此，在长期高温风险下具有较强合作需求的小农户，可能会通过自发组织或者自愿加入农民

合作社的方式，期望获取更多的生产服务和市场信息，并增强其在市场上的谈判力量，从而降低长

期高温风险下小农户生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升其调整和适应能力。因此，长期高温风险所催生

①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2022 年 4 月 23 日，http：//www.moa.gov.cn/xw/

zwdt/202204/t20220423_6397455.htm，2025 年 5 月 18 日。

②  《关于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的通知》，2022 年 6 月 14 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6/14/

content_5695555.htm，2025 年 5 月 18 日。

③  计算方法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的“（二）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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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农户的合作需求，可能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然而，目前鲜有文献对此进行

详细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另外，长期高温风险下农户合作需求所驱动形成的农民合作社，具有怎样

的特征，其绩效如何？现有文献中也没有答案。鉴于此，本文以极端高温为例，考察长期气候变化

对农民合作社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并探索其中可能存在的调节因素。相比于现有研究，本文主要贡

献有以下三点。

第一，本文尝试提供长期高温风险影响农民合作社形成的证据。现有研究普遍从正式制度或

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出发，分析可能影响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因素，而本文探讨了气候

变化对农民合作社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

气候适应纳入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深入理解长期气候变化对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影响与

机制，并探讨可能的改善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第二，本文基于长期气候变化视角进行分析，是对现有文献中短期气候冲击研究的重要补

充。现有关于气候变化与各类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从短期视角出发，虽然近几年有部

分文献关注在气候变化下农业生产的长期适应［14-16］，但仍鲜有研究关注地区长期气候变化对农户

生产行为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地区长期高温风险变量，探索了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生产

行为的影响，对理解长期气候变化下农业生产行为的调整及提升农户的气候适应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

第三，本文通过全面分析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影响，为制定农业气候适应政策提

供依据。本文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视角出发，探讨了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影响，以及可

能的改进途径，对提升农业气候变化适应能力、优化农业气候适应支持政策、培育农业现代化气候

适应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

本文以极端高温为例，聚焦农民合作社这一新型经营主体，考察长期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农民合作

社的形成和发展。

（一）长期高温风险下的合作需求与农民合作社的形成

从组织发生学的视角来看，农民合作社的形成主要由三方面的因素决定：合作需求、合作策略

及合作环境［17］。其中，合作需求是合作社产生的原始动力。在长期高温风险下，小农户具有较强的

合作需求，因此会各自采取不同的合作策略，推动传统的小农生产经营模式向以农民合作社等新型

经营主体为代表的合作经营模式转型。

长 期 高 温 对 农 业 生 产 的 负 面 影 响 巨 大 且 显 著 。 联 合 国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预测数据显示，2030—2049 年，全球气温上

升带来的作物产量损失将超过 25%①，这对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小农户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挑

战。基于中国数据的大量研究也表明，高温会对农业生产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14，18］，极端高温所

引起的旱灾也是中国受灾面积最高的灾害之一，2022 年中国旱灾受灾面积比重达到了 50.45%②。

在高温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的背景下，小农户由于缺乏针对高温进行调整、适应的能

力，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均面临较大挑战［19］，其在资金、经营规模、生产要素引入、市场对接等

方面的局限也进一步暴露出来。首先，在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技术采纳方面，虽然现有文献对高

①  IPCC，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2014-11-01， https：//www.ipcc.ch/report/ar5/syr/， 2025-05-18。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5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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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冲击会如何影响各类生产要素的投入尚无统一定论，但总体而言，为应对高温冲击带来的农业

产量下降，农户可能会倾向于增加播种面积［19］和灌溉投入，并长期用机械替代农业劳动力［14］。除

此之外，采纳针对性的农业种植技术，如保护性耕作技术，以及种植具有抗旱耐热等性状的作物，

也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重要手段［9，20-21］。但是，农户普遍经营规模较小，资金有

限，难以承担引入农业生产机械等生产要素和先进技术的高昂成本，且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机械

投入和技术采纳难以发挥规模效应。另外，小农户获取技术信息的渠道有限，虽然中国自上而下

的五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技术推广的信息壁垒，但该体系的推广方式相对

单一，难以针对各地区潜在的气候变化进行调整，且对农户的实际技术需求缺乏反馈机制，无法

满足在长期高温风险下农户多样化的技术需求［22-23］。其次，在农产品供销及加工方面，长期高温

风险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面临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农户亏损的概率也随之提高。由于

初级农产品市场属于买方市场，小农户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议价能力相对较弱，这使得其市

场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农户缺乏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也难以根据高温冲击下市场

的供需变化及时进行生产调整。因此，一方面，农户期望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增强自身的市场谈

判力量和议价能力；另一方面，也会寻求增加初级农产品附加值的途径，或者通过采纳先进技术

和使用新设施，转型生产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利润，降低高温带来的收益不

确定性。

综上所述，在面临长期高温风险时，分散的家庭经营模式存在诸多局限，难以及时针对高温风险

进行调整和适应。因此，小农户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合作需求，这便成为农民合作社形成的推力。

与此同时，农民合作社在长期高温风险下的生产优势也随之凸显，这种独特的优势成为农民合作社

形成的拉力。第一，农民合作社具有组织化的特征，通过集体行动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并极大地改

善了小农户在市场上的边缘化局面，增强了农户的市场谈判力［23］。第二，农民合作社产业化、规模化

和专业化的经营模式能够通过延长产业链，对初级农产品进行加工，增加附加值，从而增强市场竞争

力，使收益最大化。同时，相比于小农户，农民合作社具有更强的信息搜索能力和更多的社会资源，

能够获取充足的市场信息，帮助农户作出更为科学、合理的生产决策，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盲

目生产行为，从而降低长期高温风险下农户生产收益的不确定性。第三，农民合作社，尤其是特定的

服务型合作社，如农机合作社、测土配方施肥合作社、植保合作社等，能够为农户提供针对性、专业化

的生产性服务［24］。这些农业生产性服务直接或间接地协助了农户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有效

降低了长期高温风险下农户生产的不确定性。

在上述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面对长期高温风险时，不同特征的农户受合作需求的驱动，会采

取不同的合作策略。一方面，存在合作需求且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本的农户，会扮演合作社

发起人或者领办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更多的普通农户会选择依附或加入发起人创办的合作社。在

两种合作策略的共同作用下，原先分散的小农会形成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实现合作生产、

应对长期高温风险的目标。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1。

假说 1：长期高温风险可能会增强农户的合作需求，从而促进农民合作社的形成。

（二）长期高温风险下的农机投入需求与农民合作社的形成与发展

在长期高温风险下，加大农业机械投入是应对高温负面影响的有效手段［14］。一方面，以农业机

械替代农业劳动力避免了人力劳动在高温中效率低下的局限；另一方面，加大农业机械投入也能够

有效应对高温冲击下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因此，在长期高温风险下，小农户具有较强的农机投入需

求。但在中国，农机的推广存在各种局限。首先，中国的农户普遍经营规模较小，收入水平较低，资

金有限，难以承担引入农机的高昂费用。其次，农机更适用于连片化经营或面积较大的土地，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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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普遍为小规模、碎片化经营的模式，这种模式增加了引入农机的潜在成本。在此背景下，农民

合作社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尤其是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重要载体［25-26］，能够满足小农户的农业机械

投入需求。相比于小农户，农民合作社具有更强的资金实力和投资能力，在长期高温风险下，能够

为周边农户提供相对便利的农机购买和租赁等服务［11-12，27］。因此，为了满足长期高温风险下的农机

投入需求，小农户可能会自愿组织成立合作社或者加入合作社，尤其是加入以农机服务为主的农机

合作社，从而获取农机社会化服务，这极大地推动了农民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据此，本文提出研

究假说 2。

假说 2：长期高温风险下，为应对高温的负面影响，农户的农机投入需求增加，可能促进能够提

供各类社会服务，尤其是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农民合作社的形成与发展。

（三）长期高温风险下的土地规模经营需求与农民合作社的形成

在长期高温风险下，调整农地经营策略也是农户经常采用的一种适应策略［28］，而不同经营规模

的农户由于资源禀赋和退出门槛的不同，在长期高温风险下选择的农地经营策略可能存在差异［8］。

这种策略选择的差异也导致了不同类型农户之间合作需求的产生，推动了农户间的土地流转或托

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土地规模经营。

具体而言，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在长期高温风险下，加大农机等生产要素投入、采纳针对性的新

技术、使用具有抗旱耐热性状的种子都是可能的调整措施，但众多独立生产的小规模农户面临的资

金约束和流动性约束相对较强，引入新技术和新要素的壁垒相对较高，并且难以获得加大要素投入

和采纳新技术的规模效应。因此，在长期高温风险下，小规模农户具有相对较强的转出或托管农地

的需求，进一步缩小了土地经营规模，逐步从农业生产经营转向非农部门就业，以规避长期高温风

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相反，少部分规模相对较大的农户具有更好的资金和社会资本禀赋，流

动性约束相对较弱，其引入新技术和新要素的壁垒相对较低［29］，且能够充分发挥引入后的规模效

应。同时，规模经营农户的资产专用性程度相对较高，使得其退出农业生产会具有较高的沉没成

本［30］，因此，规模经营农户在长期高温风险下更倾向引入新技术，加大农机投入，并流转土地以进一

步发挥引入新技术新要素的规模效应，从而适应长期高温风险。

综上所述，这两种不同的应对策略将加强两类农户之间的合作需求，进而促进土地资源的重新

配置，土地更多地流向规模经营农户，增加了土地规模经营的比例。土地规模经营比例的提升，可

能为农民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农民合作社的形成需要租用大量土地以满足其规

模经营需求［31］，而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稀缺是阻碍农民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32］。长期高温

风险下小农户与规模经营农户之间的农地重新配置，为农民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

地规模经营基础。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3。

假说 3：长期高温风险下，农户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农地经营策略，这加强农户间的合作需求，推

动农地重新配置和规模经营，从而促进农民合作社的形成。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为分析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影响，本文使用移动平均模型进行分析，这是现有研

究长期气候变化影响的文献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16， 33］。在移动平均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是各

类天气变量在样本年之前若干年内（30 年、20 年或 10 年）的平均值。通过计算气候变量长期平均

值，可有效消除年度间天气波动的影响，更好地考察气候条件的长期效应。在这种设定下用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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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量系数的变异主要来源于横截面的长期气候差异［33-34］。另外，本文使用面板数据来估计移

动平均模型，因此也利用了当地气候条件随时间逐渐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气候急剧变化

的背景下，长期气候条件随时间的变动趋势是显著存在的  ［16，35］。因此，基于面板数据估计的移动平

均模型能够从空间和时间两个层面，较好地估计长期气候条件变化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具体模

型设定如下所示：

PerCoopct = β0 + β1

~
GDD ct；33 ℃：∞ + η

~
X ct + ω t + φ c + μ ct （1）

式（1）中，c 和 t分别代表区县和年份，PerCoopct 代表区县 c 在 t年的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取对数）；
~
GDD ct；33 ℃：∞ 为气温常态变量，也即长期高温风险变量，用于衡量该区县在第 t年之前的移动平均高

温天数。具体而言，本文计算积温变量 GDDct；33 ℃：∞ 在第 t 年之前一定年份范围内的平均值以得到
~
GDD ct；33 ℃：∞。在主回归中，本文将年份范围设定为 20 年，比如，X 县在 2008 年的长期高温风险变量
~
GDD x，2008；33 ℃：∞ 即为 X 县在 1988—2007 年积温变量 GDDct；33 ℃：∞ 的平均值 ，长期高温风险变量
~
GDD ct；33 ℃：∞ 较好地捕捉了区县 c 在 t 年之前发生极端高温事件的风险大小。β1 为式（1）的核心系

数，若 β1 显著为正，说明长期平均高温天数的增加，也即极端高温风险的增加，会显著促进农民合作

社形成。同理，
~
X ct 为由其他天气控制变量 Xct 计算得到的气候常态变量，即各类天气控制变量 Xct 在

第 t年之前 20 年的平均值。ω t 和 φ c 分别为年份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μ ct 为随机误差项。

随后，本文使用长期差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14，35］。和常规的长期差分模型类似，本文使用

样本期中最早 5 年（2007—2011 年）和最晚 5 年（2016—2020 年）两个时期来计算差分变量，具体模

型如下所示：

∆ - -- -- ----- -- --
PerCoop

c
= ϕLD

1 ∆~GDD c；33 ℃：∞ + ∆~X c γ + ∆μ̄ ct （2）

式（2）中，∆ - -- -- ----- -- --
PerCoop

c
=
- -- -- ----- -- --
PerCoop

cb
- - -- -- ----- -- --

PerCoop
ca
，
- -- -- ----- -- --
PerCoop

cb
代表时期 b 中的人均新型经营主体数量

（具体而言，如果时期 b 包含 n 年，则
- -- -- ----- -- --
PerCoop

cb
= ( )∑t ∈ b

PerCoopct /n），
- -- -- ----- -- --
PerCoop

ca
代表在时期 a 中的

人均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在本文的设定中，时期 a 为 2007—2011 年，时期 b 为 2016—2020 年。同

理，∆~GDD c；33 ℃：∞ =
~
GDD c，2016 -~GDD c，2007；∆~X c =

~
X c，2016 - ~

X c，2007。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文分析的是

长期高温变化对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因此和常规长期差分模型相比，本文的一个区别在于使

用的是气候常态变量的长期差分而非特定时期内天气变量平均值的长期差分［16］。在式（2）中，

∆ - -- -- ----- -- --
PerCoop

c
反映了区县 c 的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在时期 a 和时期 b 之间的长期变化；同理，

∆~GDD c；33 ℃：∞ 反映了区县 c 的长期高温变量
~
GDD ct；33 ℃：∞ 在时期 a 和时期 b 之间的长期变化。因此，

通过估计式（2），本文可以分析长期高温风险的变化对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影响。

（二）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即当年区县农民合作社数量除以区县乡村人口数

量。为避免零值损失，各区县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统一加 1 后再取对数。另外，本文也使用各区县

每年的农民合作社总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在 2007 年之前，中国新型经营主体

的注册体系并不规范，且新型经营主体的成立缺乏完善的法规和制度，工商注册信息无法反映真实

的合作社发展情况，直到 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后，这种现象才得以改

善。因此，本文选取的样本范围为 2007—2020 年。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长期高温风险变量，由历史极端高温变量构建。要衡量长期高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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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首先需要计算历史极端高温情况。已有研究大多使用积温的概念来衡量极端高温［19，35-36］，积

温是指处于给定温度区间的时间（天数），因此能够从强度和作用时间两方面来衡量气温变化对

农业生产的影响［37］。本文首先使用每天的气温分布来计算区县 i 每天处于给定气温区间的比例，

也即每天介于该气温区间的积温水平，再将每天的积温加总，即可得到每年位于该区间的积温水

平。本文将气温分为两个区间 [ )l0，l1 和 [ )l1，+∞ ，并使用上述方法分别计算两个区间的积温，其

中，当气温超过 l1 时，将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本文将 [ )l1，+∞ 区间的积温水平设定为

有害积温，也即本文所关注的高温变量。而 [ l0，l1)区间的积温水平为农业生产中的正常气温，也

在回归中一并控制。计算积温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气温上下限 l0、l1 的确定。在农学领域，通常认

为 10 ℃以上的积温为活动积温，即 10 ℃以上的积温才对农业生产有利［38-39］。因此，本文将气温

区间的下限 l0 设定为 10 ℃。同时，借鉴已有文献，本文将高温门槛 l1 设定为 33 ℃，超过 33 ℃后，

气 温 上 升 将 对 农 业 生 产 造 成 负 面 影 响［14，19］。 综 上 所 述 ，本 文 将 分 别 计 算 [ )10 ℃，33 ℃ 和

[ )33 ℃，+∞ 两个区间的积温，前者为正常积温水平，后者为有害积温，也即本文所关注的极端高

温变量 GDDct；33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也检验了在不同高温门槛（31 ℃—34 ℃）下计算积温

是否会对本文的结论产生影响。

在计算得到各区县每年的极端高温变量 GDDct；33 ℃：∞ 后，本文进一步计算了前 20 年的平均值或

差分值，从而得到式（1）和式（2）中的长期高温变量，也即长期高温变量
~
GDD ct；33 ℃：∞ 和长期高温差分

变量 ∆ - -- -----
GDD c；33 ℃：∞。

3.控制变量

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可能会影响农业生产率的气候变量，包括正常积温、降水总量、年降水总量

二次项、年日照时长、年日照时长二次项、年平均风力、年平均风力二次项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主

回归中，和大多数研究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文献一致，本文没有加入太多的控制变量。原因在

于：第一，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长期高温风险是较为外生的变量。第二，诸如产业结构、乡村人口数

量、农业产值、市场化程度等社会经济变量可能是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结果，在回归中控制这些

变量可能会导致“坏”控制变量的问题，并且对避免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没有很大帮助。在稳健性

检验中，本文进一步纳入这些社会经济变量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参考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了一系

列可能会影响农民合作社的变量，包括地方农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等。其中，农业发

展水平用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表示，产业结构用农林牧渔总产值占 GDP 的比重表示，市场化程度

使用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该数据来源于北京国民经济研究

所，用指数的形式衡量了 1997 年以来中国各省和直辖市的市场化进程，包含了要素市场发育、产品

市场发育等 5 个一级指标体系和 18 个基础指标体系。

4.数据来源

本文的农民合作社数据来源于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本文先根据新

型经营主体全量工商注册信息中各农民合作社的地址、注册时间和当前状态，识别出每年存续的农

民合作社及其所在的区县。随后，加总各区县每年的农民合作社数量，并除以各区县的乡村人口

数，便得到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计算极端高温风险变量的气温数据以及其他气候相关变量的数

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国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该数据包括了全国 820 个气象

观测站记录的每日气象数据，包括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气温、降水量和日照时长等。本文使用

反距离加权法将气象数据匹配到各个区县上。具体而言，本文计算了每个区县质心 100 km 内所有

观测站气象观测值的加权平均值，从而得到每个区县对应的日度气象观测值，实现气象数据从气象

观测点层面向区县层面的转化，并在此基础上估算出中国各区县每年的平均气温、最高气温和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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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以及其他气候变量。该方法也是处理气候或者污染数据的常用方法［40-41］。稳健性检验中使

用的各类社会经济变量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县的统计年鉴或统计网站。表 1 展示了主回归中使用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基于式（1）中的移动平均模型，分析了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影响，表 2

列（1）展示了回归结果，回归中同时控制了各类天气常态变量、区县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结

果显示，过去 20 年间的年均高温天数每增加 1 天，就会导致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增加 14.0%。这意

味着地区的长期高温风险会显著促进农民合作社数量的增长。表 2 列（2）进一步使用过去 10 年间

的年均高温天数来衡量地区的长期高温风险情况，结果显示，长期高温风险显著促进农民合作社数

量增长的结论依然保持不变。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使用了 20 年间的极端高温移动平均值进行分析，从而捕捉地区长期高温

风险情况，以及其随时间推移所发生的缓慢变化。但一个潜在问题是，使用移动平均法所得到的估

计结果可能是由最近几年极端高温的影响所主导的。因此，本文也在式（1）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滞

后一期的极端高温变量 GDDct - 1；33 ℃：∞，通过这一方法，可以检验在识别长期高温风险的影响时，回

归结果是否会受到最近一年的高温冲击的影响。表 2 的列（3）和列（4）分别展示了在使用 20 年平均

气候常态变量和 10 年平均气候常态变量的回归中进一步控制滞后项 GDDct - 1；33 ℃：∞ 的结果，结果显

示，在加入极端高温变量滞后项后，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改变。上述结果进一步排除了

近期高温对长期高温风险影响效应估计的干扰，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2　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影响——移动平均模型

长期高温变量

观测值

0.140***

（0.054）

27 329

0.148***

（0.026）

27 329

0.141**

（0.057）

27 329

0.144***

（0.028）

27 329

被解释变量
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

（1） （2） （3） （4）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

长期高温风险变量

正常积温常态变量

降水常态变量

湿度常态变量

风速常态变量

降水常态变量二次项

湿度常态变量二次项

风速常态变量二次项

变量定义或赋值

合作社数量除以人口数量（家/万人，取对数）

年均极端高温过去 20 年的移动平均值/天

年均正常积温过去 20 年的移动平均值/天

年均降水量过去 20 年的移动平均值/mm

年均湿度过去 20 年的移动平均值/%

年均风速过去 20 年的移动平均值/（m·s－1）

降水常态变量的二次方

湿度常态变量的二次方

风速常态变量的二次方

样本量

27 329

27 329

27 329

27 329

27 329

27 329

27 329

27 329

27 329

均值

2.295

7.437

234.480

931.189

68.252

2.111

1 044 016.700

4 751.746

4.885

标准差

1.957

6.411

56.131

420.607

9.665

0.656

871 066.590

1 264.702

3.225

注：数据来源于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和中国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国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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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长期高温变量滞后项

控制变量

区县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0.712

否

是

是

是

0.718

否

是

是

是

0.712

是

是

是

是

0.718

是

是

是

是

续表 2

被解释变量
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

（1） （2） （3） （4）

注：列（1）和列（3）中使用的是 20 年平均气候常态变量，列（2）和列（4）中使用的是 10 年平均气候常态变量。为避免零值

损失，合作社相关变量均加 1 后再取对数。*、**、***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标

准误聚类到区县一级，下同。

（二）其他稳健性检验

1.来自长期差分模型的证据

上文主要使用移动平均模型考察地区长期高温对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影响，以下将使用长期分

析的另一种常用方法——长期差分模型（式 2）来分析长期高温风险的影响。表 3 列（1）展示了基于

20 年平均气候常态变量的长期差分模型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高温差分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

明地区长期高温风险的增加会促进农民合作社数量的增长，这与基准回归中的结论是一致的。

2.来自气温移动平均模型的证据

在前文的基准回归中，使用的核心解释变量是高温变量 GDDct；33 ℃：∞ 在 t年前 20 年的平均值，而

非气温变量的平均值。前文不直接使用气温计算平均值的原因是，积温变量所衡量的极端高温更

能够反映地区的实际高温情况，在此基础上计算的前 20 年平均值也能够更好地反映地区的长期高

温风险情况。为检验主回归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使用年平均气温来计算前 20 年的气温常态

变量，替换基准回归中的长期高温风险变量后重新估计移动平均模型，表 3 列（2）报告了回归结果。

同时，本文也计算了前 10 年的气温常态变量，表 3 列（3）报告了使用前 10 年气温常态变量的移动平

均模型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基于气温常态变量的移动平均模型结果和基准回归类似。具体而言，

长期平均气温每增加 1 ℃，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会增加 4.3% 左右。这意味着随着长期平均气温的

上升，农民合作社数量会持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前 10 年气温常态变量的移动平均模型中，

平均气温常态变量的系数值急剧上升，这意味着使用气温常态变量进行回归时，结果会受近期高温

表 3　长期差分模型和年均气温移动平均模型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高温差分变量

平均气温常态变量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区县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人均农民合作社差分变量

（1）

0.015***

（0.006）

2 063

0.101

是

否

否

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

（2）

0.043***

（0.016）

27 329

0.906

是

是

是

（3）

0.423***

（0.084）

27 329

0.904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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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这也进一步证明主回归使用极端高温变量计算平均值，而非使用年平均气温计算平均值

的合理性。

3.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前文的基准回归中，使用的被解释变量是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本小节进一步使用各区县的

总农民合作社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 4 报告了回归结果，列（1）对应式（1）的回归结果，

列（2）为使用 10 年平均气候常态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列（3）和列（4）则分别在列（1）和列（2）的基

础上控制长期高温风险变量的滞后项。结果显示，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结论和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即长期高温风险会促进农民合作社的形成。

4.替换高温门槛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普遍做法，设定 33 ℃为计算高温冲击变量的气温门槛，即

计算 [ )33 ℃，+∞ 区间的积温水平以衡量极端高温。在本小节中，本文将高温阈值依次替换为

31 ℃、32 ℃、33 ℃和 34 ℃，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表 5 报告了替换高温门槛后的回归结果。结果

显示，不管如何替换高温门槛值，长期高温风险变量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了基准回归结

论的稳健性。

5.排除社会经济变量、历史条件、地理因素及省级相关政策的影响

首先，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为避免“坏”控制变量问题，除了各类气候变量以外，基准回归中没有

表 4　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影响——替换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长期高温风险

观测值

R2

长期高温风险滞后项

控制变量

区县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农民合作社数量

（1）

0.109***

（0.020）

38 108

0.928

否

是

是

是

（2）

0.067***

（0.012）

38 108

0.929

否

是

是

是

（3）

0.114***

（0.020）

38 108

0.928

是

是

是

是

（4）

0.069***

（0.013）

38 108

0.929

是

是

是

是

注：列（1）和列（3）使用的是 20年平均气候常态变量，列（2）和列（4）使用的是 10年平均气候常态变量。合作社相关变量为

避免零值损失，均加 1后再取对数。列（3）和列（4）分别在列（1）和列（2）的基础上控制长期高温风险变量的滞后项。

表 5　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影响——替换高温门槛

被解释变量

长期高温风险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区县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

（1）

0.097***

（0.033）

27 329

0.712

是

是

是

（2）

0.114***

（0.039）

27 329

0.712

是

是

是

（3）

0.124***

（0.046）

27 329

0.712

是

是

是

（4）

0.153**

（0.063）

27 329

0.712

是

是

是

注：列（1）—列（4）将高温门槛依次替换为 31 ℃、32 ℃、33 ℃和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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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其他社会经济变量。此外，由于高温变量是一个外生的变量，社会经济控制变量的加入与否对

本文识别的准确性影响不大。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控制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量，包

括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林牧渔总产值占比、市场化程度等。

其次，合作社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会受到长期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可能会受到地区历史条件的制

约。在本小节中，本文试图排除其他历史因素的潜在影响。第一，由于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充

足的经济资源，在历史经济条件良好的地区更可能形成合作社。本文将进一步控制历史经济发展

情况，用 1990 年各区县人均生产总值来进行衡量。具体而言，本文根据 1990 年各区县人均生产总

值的中位数构建虚拟变量，若高于中位数，则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随后，在回归中加入该虚

拟变量和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初始经济水平不同带来的合作社发展差

异。第二，合作社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基于社会资本形成的组织，合作社的资本由全体成员

共享。因此，社会资本的强度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2-43］，在历史社会资本强度较

高的地区，更可能形成合作社，本文将进一步排除历史社会资本强度的潜在干扰。具体而言，本文

将使用宗族文化来衡量地区社会资本的强度。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中的任何特征，包括网络、规范

和信任，可促进协调和合作以实现互利［44］，而宗族文化是中国农耕文明中历史最为悠久、影响范围

最广的文化形式之一。宗族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社会规范，基于血缘关

系形成的宗族也拥有相对较强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水平，同时延伸出了婚丧嫁娶、基础教育、成

员奖惩、救灾援助、创业贷款等丰富的社会功能，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社会

组织基础之一。因此，宗族文化是衡量社会资本强度的一个理想变量［45］。本文采用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中的家谱数据来衡量宗族文化。为排除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人口大量流

动的影响，用清朝至 1990 年各区县的族谱卷数除以 1990 年各区县常住人口，计算得到 1990 年每万

人族谱卷数［46-48］。随后，使用虚拟变量来衡量地区宗族文化强度，即该区县的族谱密度是否高于中

位数，是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45］。本文在回归中加入该虚拟变量和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历史社会资本强度不同带来的合作社发展差异。

最后，本文也进一步尝试排除地理因素及省级相关政策的影响。第一，南北地区差异对回归结

果可能造成混淆。由于合作社发展情况和气温变化在南北地区之间均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排除南

北地区差异带来的混淆，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加入一个南北地区虚拟变量（按照秦

岭—淮河线进行划分，处于南方地区的区县取值为 1，其他地区取值为 0）与年份变量的交互项，加

入这个交互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南北地区差异可能造成的混淆。第二，合作社省级相关政策

及省份—年份层面的其他冲击对回归结果可能造成混淆。部分可能影响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相关政

策是在省份层面统一制定并实施的，为排除省份层面相关政策对长期高温风险影响识别的潜在混

淆，本文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年份的固定效应。这意味着我们仅对比同一省份内部的变异，从而排

除省份层面相关政策以及省份—年份共同冲击的影响。在控制了省份×年份的固定效应后，仅比较

同一省份内部的变异，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北地区之间的差异带来的混淆。

表 6 报告了加入上述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列（1）—列（5）依次加入各类社会经济变量，包括初始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虚拟变量×年份、宗族文化虚拟变量×年份、南北地区虚拟变量×年份、省份×年份

固定效应等变量。由于部分社会经济变量存在缺失值，因此加入这些变量后回归样本量会减少。

结果显示，加入上述变量后，长期高温风险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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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排除社会经济变量、历史条件、地理因素及省级相关政策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长期高温风险

观测值

R2

社会经济变量

初始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虚拟变量×年份

宗族文化虚拟变量×年份

南北地区虚拟变量×年份

省份×年份

控制变量

区县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

（1）

0.132**

（0.056）

26 711

0.710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2）

0.155**

（0.060）

25 460

0.710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3）

0.136**

（0.053）

27 329

0.712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4）

0.188***

（0.054）

27 329

0.717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5）

0.158***

（0.034）

27 329

0.871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注：列（1）—列（5）依次加入社会经济变量、初始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虚拟变量×年份、宗族文化虚拟变量×年份、南北地区

虚拟变量×年份和省份×年份固定效应等变量。由于部分变量存在缺失值，加入后回归样本量会减少。

（三）异质性分析：市场化程度

前文的回归结果已经证明，在长期高温风险较高的地区，会形成更多的农民合作社。接下来，本

文进一步基于市场化程度，探讨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异质性影响。农民合作社在联结

市场和小农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市场化程度可能对长期高温风险下农民合作社的形成有重

要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影响差

异。本文使用两种指标来衡量市场化程度：第一，东部地区虚拟变量。东部地区的市场机制普遍要

比中西部地区更完善，因此，我们用区县是否属于东部地区的虚拟变量来衡量该区县的市场化程度，

属于东部地区则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第二，市场化程度指标。本文使用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

化指数数据库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市场化程度。本文在式（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上述指标与长期高

温风险变量的交互项，以考察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长期高温风险的影响差异。其中，东部地区

虚拟变量会被区县固定效应所吸收，回归分析中不再控制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单项。而分省份市场化

指数是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回归中同时控制了分省份市场化指数单项。表 7列（1）—列（2）报告了回

归结果，其中列（1）使用东部地区虚拟变量衡量市场化程度，列（2）使用分省份市场化指数衡量市场

化程度。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和长期高温风险变量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说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

的地区，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社形成的促进作用会显著降低。这意味着农民合作社可能仍然

存在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的缺陷，因此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社形成

的促进作用会受到相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的限制。

表 7　不同市场化程度下长期高温风险的影响差异

长期高温风险

长期高温风险×市场化

0.277***

（0.066）

－0.515***

（0.063）

0.268***

（0.057）

－0.012***

（0.003）

被解释变量
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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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程度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区县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27 329

0.716

是

是

是

0.133***

（0.024）

27 329

0.713

是

是

是

续表 7

被解释变量
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

（1） （2）

注：列（1）—列（2）分别加入了两种市场化程度代理指标与长期高温变量的交互项。

五、机制分析结果

理论分析部分表明，长期高温风险下农户的合作需求可能促进了农民合作社的形成，同时，长

期高温风险下不同规模农户之间土地的重新配置也可能为农民合作社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土地规模

经营基础，本文对这些机制分别进行实证分析。

（一）长期高温风险下的合作需求：来自水稻种植的间接证据

理论分析已经指出，长期高温风险可能会加强农户的合作需求，进而促使农民合作社形成。如

果这一机制成立，在潜在合作需求和合作意识越强的地区，长期高温风险增加农户合作需求的作用

将更为显著，可促进更多农民合作社的形成。因此，为验证这一机制，本文选取水稻种植适宜度和

水稻种植比例两种指标来衡量地区合作需求和协作意识的强度。选取这一指标的理由是，相比于

中国另一种常见的作物小麦，种植水稻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完善的灌溉系统，这促使农户相互依赖

并寻求合作；而小麦种植不需要人工灌溉，所需的工作量也远远小于水稻种植，其种植过程中的合

作需求相对较弱。根据这一特征，相关研究提出了水稻理论，他们的研究发现在水稻种植地区更容

易产生集体主义文化、合作意识和整体性思维方式，而在小麦种植区则更容易产生个人主义文化和

分析性思维方式［49］。随后，学者又分别利用来自咖啡店的实验和“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准自然实验

的数据进一步证明了水稻理论［50-51］。另外，也有文献证明，水稻种植比例较高的地区更容易形成基

于亲友近邻间的短半径信任模式［52］。综上所述，水稻种植区将具有更高的信任水平、更强的潜在合

作需求和协作意识。因此，如果理论分析中的假说 1 成立，在水稻种植占比较高的地区，长期高温

风险将催生更强的农户合作需求，其促进农民合作社形成的作用也将更为显著。

本文所使用的水稻种植适宜度的数据来源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和联合国粮农

组织（FAO）联合开发的全球农业生态区划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全球各地区 10 km×10 km 网格

单元的各类作物种植适宜度指数，综合考虑了降水、气温、土壤、坡度和其他农业生产的相关条件，

也是目前已有文献中用来衡量水稻种植条件及地区农业生产潜力的常用指标［53-54］。本文根据各区

县水稻种植适宜度指数的中位数构建了一个水稻种植适宜度虚拟变量，即当区县水稻种植适宜度

高于中位数时，虚拟变量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虽然水稻种植适宜度这一指标较好地反映了

各地区种植水稻的适宜度和潜力，但可能无法精准地反映各地区水稻种植的实际情况。因此，本

文使用水稻种植面积占粮食种植面积的比例来衡量地区的水稻种植情况，相关种植面积的数据来

源于原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的中国种植业信息网县级农作物数据库，以及各市县的统计年鉴。

表 8 的列（1）—列（2）报告了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长期高温风险变量×水稻种植适宜度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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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回归结果。列（3）—列（4）列则报告了加入长期高温风险变量×水稻种植比例后的回归结果，

并同时控制水稻种植比例变量单项。由于部分区县的指标数据缺失，回归样本量会有所减少。结

果显示，在水稻种植适宜度或水稻种植比例较高的地区，长期高温风险促进农民合作社形成的作用

更为显著。这给长期高温风险通过加强农民合作需求，促进农民合作社形成这一机制提供了间接

的证据，证明了假说 1。

（二）长期高温风险下的农机投入需求

以上通过对水稻种植的讨论间接证明了假说 1。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证明理论分析中提出的

假说 2，即长期高温风险下农户农机投入需求的增加，可能促进能够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农民合

作社的形成与发展。正如理论分析中所指出的，在长期高温风险下，农户将倾向于使用农机替代劳

动力［14］，具有较强的农机投入需求，但受限于自身的经营规模和资本，小农无法承担购置农机的成

本，会依托农民合作社等组织加大农机的投入。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检验长期高温风险是否增加了

农户的农机投入需求。本文使用两类指标来衡量农机投入需求：第一，各区县的实际农机投入数量，

分别使用各区县农机总动力（单位：万 kWh，取对数）和每公顷播种面积使用的农机总动力（单位：万

kWh/hm2，取对数）两个指标来衡量，相关数据来源于原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的中国种植业信息网县

级农作物数据库，以及各市县的统计年鉴。本文将式（1）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上述两个指标后进

行回归，其余变量设定和式（1）一致。第二，各区县农机总动力更多的是反映农机投入的实际情况，

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各区县申请补贴的农机数量以及补贴金额来衡量农机购置需求。CCAD 数据

库收集了 2021—2023 年各省农业机械管理局公示的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其中包含了政府部门对农

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的补贴情况。本文在计算 2021—2023 年各

区县政府补贴的总量和农机购置补贴总金额后，进一步检验地区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机购置需求的

影响。具体模型如下式所示：

Subsidyc = β0 + β1

~
GDD c；33 ℃：∞ + η

~
X c + θp + μ c （3）

其中，Subsidyc 为各区县 c 在 2021—2023 年补贴的农机数量（单位：台，取对数）或者补贴金额（单位：

万元，取对数），
~
GDD c；33 ℃：∞ 为 2020 年各地区的长期高温风险变量，

~
X c 为 2020 年各地区的其他气候

表 8　不同水稻种植比例地区间长期高温风险的影响差异

被解释变量

长期高温风险

长期高温风险×水稻种植

水稻种植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区县固定效应

人均合作社数量

（1）

0.140***

（0.054）

27 289

0.712

是

是

是

（2）

0.050

（0.050）

0.112**

（0.056）

27 289

0.712

是

是

是

（3）

0.346***

（0.075）

17 773

0.728

是

是

是

（4）

0.296***

（0.073）

0.083***

（0.017）

－0.302

（0.204）

17 773

0.729

是

是

是

注：列（1）—列（2）为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长期高温风险×水稻种植适宜度虚拟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列（3）—列（4）为在

式（1）的基础上加入长期高温风险×水稻种植比例后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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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变量，θp 为城市固定效应，μ c 为随机扰动项。表 9 列（1）—列（4）报告了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依

次为区县农机总动力、每公顷播种面积的农机总动力、区县农机补贴数量和区县农机补贴金额。结

果显示，长期高温风险显著增加了各区县的农机总动力、农机补贴数量和金额，表明地区长期高温

风险增加了农户农机投入的合作需求，促进了农民合作社的形成，进一步证明了假说 2。

（三）长期高温风险下的土地规模经营

理论分析部分指出，长期高温风险可能促进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提高土地规模经营的比例，

为农民合作社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土地规模经营基础。本文进一步使用土地规模经营的数据证明了

这一假说。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村庄数据库提供了各村庄的耕地经营模式，包括集体统

一经营、农户家庭经营、企业经营、合伙承包经营、经济联合体经营等，其中除了农户家庭经营以外，

其他经营模式均通过土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因此，本文使用除农户家庭

经营以外其他规模经营模式的耕地面积除以总耕地面积来衡量村庄的土地规模经营程度。随后，

将式（3）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土地规模经营程度，城市固定效应 θp 替换为村庄固定效应，并进一

步控制年份固定效应，以考察长期高温风险对村庄土地规模经营程度的影响。表 9 列（5）报告了回

归结果，结果显示，长期高温风险显著促进了土地规模经营，为农民合作社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土

地基础，证明了假说 3。

六、进一步讨论：长期高温风险对合作社规模和绩效的影响

虽然前文已经证明了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社形成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农民合作社发展的

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农民合作社的数量，也需要考察长期高温风险下基于合作需求形成的农民合

作社的质量。实际上，根据行为经济学中所定义的“损失厌恶”现象，人们获得 100 元的幸福感增量

要远低于损失 100 元的悲哀感增量［1］。同理，在面对相对较高的长期高温风险时，小农户和各农民

合作社的生产经营行为更倾向于降低未来风险，而非提高当前的生产效率，这种行为模式可能会降

低合作社经营效率和绩效。因此，本小节从农民合作社规模和绩效两方面出发，考察长期高温风险

如何影响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质量，并基于空壳合作社识别的视角，探讨可能缓解长期高温风险负面

影响的方案。

表 9　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机投入需求和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长期高温风险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村庄固定效应

区县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农机总动力

（1）

0.049***

（0.012）

26 569

0.950

是

是

否

是

否

每公顷农机总动力

（2）

0.054***

（0.012）

22 779

0.892

是

是

否

是

否

农机补贴数量

（3）

0.042***

（0.014）

2 722

0.819

是

否

否

否

是

农机补贴金额

（4）

0.052***

（0.014）

2 722

0.804

是

否

否

否

是

土地规模经营比例

（5）

0.015**

（0.007）

3 652

0.490

是

是

是

否

否

注：列（1）—列（5）被解释变量依次为区县农机总动力、每公顷播种面积的农机总动力、区县农机补贴数量、区县农机补贴

金额和村庄土地规模经营比例。列（1）、列（2）和列（5）的标准误均聚类到区县一级，列（3）和列（4）的标准误聚类到城

市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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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期高温风险对合作社规模和绩效的影响

本小节主要考察了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社规模和绩效的影响。在合作社规模方面，本小

节使用区县各农民合作社成员数量的平均值来衡量合作社的平均规模；在合作社绩效方面，本小节

使用区县各农民合作社人均盈余的平均值来衡量合作社的平均绩效。上述变量均取对数，数据来

源于 CCAD 数据库中的《合作社年报基本信息表》。由于 CCAD 数据库中的《合作社年报基本信息

表》仅包含了 2014—2020 年的数据，因此，本小节的回归样本范围为 2014—2020 年。本小节将

式（1）的被解释变量依次替换为各区县农民合作社数量平均值和各区县农民合作社人均利润的平

均值后进行回归分析，其余设定均与式（1）一致。表 10 报告了回归结果，其中，列（1）—列（2）被解

释变量为各区县农民合作社成员数量的平均值，列（3）—列（4）被解释变量为各区县农民合作社人

均盈余的平均值。结果显示，长期高温风险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虽然地区的长期高温

风险显著促进了农民合作社数量的增长，但这种数量增长的代价是合作社发展质量的降低，即合作

社规模的收缩和收益的降低。因此，亟须探讨能够缓解长期高温风险对合作社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的因素，从而加强农民合作社在高温冲击下帮助小农应对风险的能力。

（二）可能的解决方案：识别空壳合作社

在农民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监管机制不够健全、合作社内部治理不规范等问题，产生了

一批“有名无实”的空壳合作社。2019 年，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社”专项

清理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清理工作方案》），要求清理无农民成员实际参与、无实质性生产经营活

动、因经营不善停止运行、涉嫌以合作社名义骗取套取国家财政奖补和项目扶持资金、群众举报的

违法违规线索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等的合作社。这部分空壳合作社可能侵占了其他合作社的发展

空间和财政资源，同时也无益于农民在长期高温风险下的合作与生存，因此，本文从样本中进一步

剔除空壳合作社后重新分析。具体而言，根据前文的《清理工作方案》，并借鉴相关研究的识别方

法［55］，本文基于以下三个标准识别出空壳合作社：（1）未正常开业或从事经营活动的合作社；（2）登

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合作社；（3）销售额和盈余总额均为 0 的合作社。上述识别条件中使用的

相关信息依次来源于 CCAD 数据库提供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行政处罚信息表》《合作社经营异常信

息表》和《合作社年报基本信息表》。由于数据库中仅提供 2014 年以后的信息表，因此，剔除空壳合

作社后的样本范围进一步缩小到 2014—2020 年。这些空壳合作社的存在可能产生了“劣币驱逐良

币”的效应。本节将进一步考察提高对空壳合作社的识别率、及时清理空壳合作社并减少对空壳合

作社的财政补贴，是否能够缓解长期高温风险对合作社规模和绩效的负面影响。本节使用两个指

表 10　长期高温风险对农民合作社规模和绩效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长期高温风险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区县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合作社成员数量

（1）

－0.033***

（0.008）

17 285

0.920

否

是

是

（2）

－0.041***

（0.009）

17 285

0.921

是

是

是

合作社人均盈余

（3）

－0.084***

（0.029）

17 285

0.646

否

是

是

（4）

－0.061**

（0.031）

17 285

0.648

是

是

是

注：列（1）—列（2）被解释变量为各区县农民合作社成员数量的平均值，列（3）—列（4）被解释变量为各区县农民合作社人

均盈余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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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来分别衡量空壳合作社的清理情况，以及对空壳合作社的识别及补贴情况：第一，非空壳合作社

率。使用区县非空壳合作社占总合作社数量的比例来衡量，该指标反映了各地区空壳合作社的清

理情况。第二，非空壳合作社的补贴比例。使用各区县非空壳合作社获得的政府补贴占总补贴金

额的比例来衡量，该指标反映了各地区对非空壳合作社的识别及补贴情况，也间接衡量了空壳合作

社对正常合作社的政府财政支持的挤出程度。

表 11 报告了回归结果，其中，列（1）—列（2）的被解释变量为合作社成员数量，列（3）—列（4）的

被解释变量为合作社人均盈余。列（1）和列（3）考察了非空壳率对长期高温风险影响的调节作用，

列（2）和列（4）则考察了非空壳合作社所获取补贴金额的比例对长期高温风险影响的调节作用。结

果显示，除列（3）以外，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这表明识别与清理空壳合作社、减少对空壳合作社的补

贴能够有效缓解空壳合作社对正常合作社的挤出效应，进而缓解长期高温风险对合作社规模及绩

效的负面影响。

七、结论与启示

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气候变化也被认为是催生农耕文明和推

动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原因。虽然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气候风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已受到学界的

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尚未关注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组织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浙大卡特—企研

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中 2007—2020 年的近似全量农民合作社注册数据，以长期高温风险

为例，系统考察了长期气候变化对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影响，并分析了其影响机制。最后，本文进一

步讨论了长期气候变化对农民合作社规模及绩效的影响及其改进途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长期高温风险会显著促进农民合作社的形成。具体而言，过去 20 年间的年均高温天数

每增加 1 天，就会导致地区人均农民合作社数量增加 14.0%。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

表 11　非空壳合作社数量占比和补贴占比对长期高温风险影响的调节作用

被解释变量

长期高温风险

长期高温风险×非空壳率

非空壳率

长期高温风险×非空壳补贴比例

非空壳补贴比例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区县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合作社成员数量

（1）

－0.042***

（0.009）

0.011***

（0.002）

－0.021

（0.030）

17 285

0.921

是

是

是

（2）

－0.042***

（0.009）

0.002**

（0.001）

－0.019**

（0.008）

17 285

0.921

是

是

是

合作社人均盈余

（3）

－0.061**

（0.031）

0.002

（0.008）

0.118

（0.099）

17 285

0.648

是

是

是

（4）

－0.067**

（0.031）

0.006**

（0.003）

－0.020

（0.031）

17 285

0.648

是

是

是

注：列（1）—列（2）的被解释变量为合作社成员数量，列（3）—列（4）的被解释变量为合作社人均盈余，其余变量设定均与

式（1）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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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成立。另外，本文也发现这种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

第二，机制分析表明，长期高温风险加强了农户的合作需求，并推动了土地规模经营，从而促进

农民合作社的形成。具体而言，本文发现在潜在合作需求和协作意识相对较强的水稻种植区，长期

高温风险促进农民合作社形成的作用更为显著。随后，本文发现长期高温风险加强了地区的农机

投入需求。最后，本文也发现长期高温风险促进了土地规模经营，为农民合作社形成提供了良好的

土地基础。上述发现共同表明，在长期气候变化下，农户会因为合作需求的增加，以领办或者加入

合作社的形式推动农民合作社的形成，这也是小农在气候变化下的一种适应策略，但这种适应过程

会受到地区禀赋，如市场化程度的影响。

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长期高温风险虽然促进了农民合作社的形成，但同时也缩小了农民合

作社的规模，并降低了农民合作社的经营绩效。本文也讨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发现当提高对空壳

合作社的识别率，及时清理空壳合作社，并减少对空壳合作社的补贴时，能够有效缓解长期高温风

险对农民合作社规模和绩效的负面影响。因此，虽然长期高温风险促进了农业生产组织创新，这对

提高农业气候适应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也要重视长期高温风险给农业生产组织的经营效率

带来的挑战。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总结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禀赋条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推动气候变化下以农

民合作社为代表的农业生产组织创新的进程。长期高温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以农民合作社为

代表的农业生产组织的形成，从而增强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但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

存在差异。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引导、促进农民合作社等各类农业生产组织的形成。比

如，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要注意通过资金支持与专项计划，扶持弱势农民合作社，提升农

民合作社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能力。

第二，加强对农民合作社的甄别、清理和精准扶持力度。虽然长期高温风险促进了农民合作社

的形成，但同时也导致农民合作社规模收缩和绩效降低。本文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应

当加大对空壳合作社的清理力度，加强对农民合作社申请涉农资金补助或投资支持项目的甄别和

清理，并在提高空壳合作社识别率的基础上，减少对空壳合作社的补贴，避免空壳合作社挤占正常

合作社财政支持和生存资源，从而增强正常农民合作社在长期高温风险下的生存和营利能力。

第三，保障要素流转通道的畅通，依托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强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对

小农户的覆盖。在理论和实证分析中，本文发现长期高温风险下农民的合作需求是农民合作社形

成的重要原因，农民合作社在引入农业机械、形成规模经营等方面的优势能够带动周边的小农户，

帮助小农户提升在极端高温下的适应和调整能力。因此，在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应当

出台相应政策，推动、保障机械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转，为农民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提供良好的

环境，并以合作社为依托，将农业机械等先进生产要素引入小农生产，提升小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

应和调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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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Long-term Extreme Heat Risk on the 

Formation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Qian Zesen1 Yuan Lingran2 Huang Zuhui3

(1. Rural Revitalization Academy of Zhejiang Province,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China; 2. School of Advanced Agricultur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nsify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gaining a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how climate change affects farmers’  production behavior—particularly their cooperative production 

practices—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nstructing a modern, climate-resilient agri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While numerous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emergence of sedentary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s, the diffus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variou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variables, few have focused on how climate change, especially long-term climate risks, 

influences cooperative production among farmers and innovations in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In 

fac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farmer cooperatives—representing both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has served as a critical force, alongside sedentary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n propelling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to a new era. This raises 

important questions: Could climate change, particularly long-term climatic risks, similarly stimulate 

cooperative behavior among farmers and thus foster the emergence and growth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just as it historically facilitated the 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s and the spread of technology? What 

challenges may arise in this process? And how might this developmental pathway be refined and optimized? 

These are questions largely overlooked by existing research.

Drawing on near-complet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data of Chinese farmer cooperatives 

from 2007 to 2020, along with long-term climate observation dat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se issues by taking 

prolonged high-temperature risk as an example. Employing the moving average model,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prolonged exposure to high temperature significantly fost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farmer 

cooperatives. Specifically, each additional day of annual high-temperature exposur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s associated with a 14.0%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ooperatives per capita.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regions with lower levels of marke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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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ng that cooperatives may suffer from relatively weak market competitiveness. In highly 

marketized regions, intense competition may limit the climate-induced formation of cooperatives. 

Mechanism analysis further indicates that prolonged heat risk increases farmers’ collaborative needs in 

areas such a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vestment, while promoting large-scale land operations—both of 

which contribute to cooperative formatio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while long-term extreme heat risk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it also reduces the size and performance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and that improv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shell cooperatives, clearing them in a timely 

manner and reducing subsidies to them can effectively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ong-term 

extreme heat risk.

The innovation of this study lie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it offers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long-term heat risk on cooperative formation—a novel perspective compared to existing literature, 

which often focuses on formal or informal institutions as drivers of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Second, 

analyzing from a long-term climate change perspective serves as a crucial complement to the short-term 

climate shock viewpoints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lthough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has begun 

exploring long-term adaptation in agriculture, few studies investigate how sustained climatic changes shape 

regional agricultural practic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w metric—regional long-term heat risk based on 

extreme temperature data—to explore its influence on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models, thereby enhanc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farmers’  adaptive behaviors in the face of prolonged climate change. Third, by 

comprehensively evaluating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ffects of long-term heat risk on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policy design aimed at enhancing climate resilience in 

agriculture. These insights are critical for advancing climate adaptation strategies, optimizing 

support mechanisms, and cultivating a modern climate-resilient agricultural system.

Key words: long-term extreme heat risk; farmer cooperatives; production cooperation 

requirements; shell cooperatives

121


